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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献整理研究的里程碑 （代序） 

陈育宁 
 

大型系列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由宁夏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牵

头，联合全国二十几个文博与学术单位整理编辑，任继愈、饶宗颐、李学勤、徐苹芳、樊锦诗任学术顾问，

陈育宁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史金波、陈育宁任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与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1 年，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国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计划”后，宁夏大学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积极组

织研究力量，展开工作。2002 年，项目组成员史金波等发表《国内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同年，杜建录等

完成《国内藏西夏文献整理研究概况》。经过一年多摸底调查，基本搞清楚了国内西夏文献的收藏与研究

情况。联合各地收藏单位和专家学者，整理出版一套中国境内收藏的西夏文献影印本，这项具有重大学术

意义的工程提到了日程上。但编纂出版这样的大型文献，除了要有大范围联合和合作外，巨额的投资是主

要问题。2003 年，有着丰富古籍整理经验的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愿意筹集资金共同编辑出版这一大型

文献，并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签订了《联合整理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协议书》。随后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又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甘肃博物馆、敦煌研究院、

武威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西安市考古研究所、宁夏博物馆、宁夏考古研究所、银

川西夏博物馆等十几家单位一一签订了联合整理协议。 
2004 年实质性的拍摄、扫描和整理编纂工作全面展开，2005 年 8 月出版了北京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卷的前两册。2007 年 7 月全书出齐。该书共分北京、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金石等 6 编 17 卷，分

装 20 巨册。北京编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卷、故宫博物院藏卷、北京

大学藏卷；宁夏编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卷、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罗雪樵藏卷；

甘肃编包括敦煌研究院藏卷、甘肃省博物馆藏卷、武威博物馆藏卷；内蒙古编为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卷、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额济纳旗文化馆综合藏卷；陕西编为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金

石编包括西夏陵残碑卷、碑刻题记卷，以及官印、符牌、钱币卷。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纂出版的意义重大：首先，它是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出版我国境内收藏的

西夏文献，在整个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与西夏学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其二，它是西夏文

献整理研究中第一次真正把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攻关，这是本项目顺利完成的关键之一；第三，

它是西夏文献整理研究中第一次通过市场运作筹集资金，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该书陆续出版后，

受到海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在 2006 年 11 月教育部召开的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领

导专门提名表扬了这一重大项目。 
国内现存的一万余件西夏文献，分藏在全国各地，这对查找、搜集、使用这些文献带来了极大地困难。

该书的出版，把分藏于各地的西夏文献汇集在一起，它的出版发行，大大便利了专家学者们使用。使非常

有价值的西夏文献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同时又是将中国藏西夏文献推向世界的重要手段，是一项弘扬

祖国传统文化的事业。现存的西夏文献都是珍贵善本，出版后将大大降低原件的使用率，达到保护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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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20 世纪初，继俄国科兹洛夫之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也纷纷闯入过黑水城，

攫取许多珍贵的西夏文献和文物。但这些目前收藏在国外的西夏文献，从整体上说，都无法与西夏故地中

国所藏西夏文献相比。《中国藏西夏文献》所收的西夏文献相当丰富，有纸质文献，也有非纸质文献；有

写本、刻本，也有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和泥活字印本。既有西夏文，也有汉文、藏文。内容除大量

佛经外，还包括辞书、字典、医方、占卜辞、日历、便条、请假条、欠款单、会款单、贷粮账、贷钱账、

卖粮账、户籍文书、军抄装备文书、告牒、告状案、审案状等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为研究

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独一无二的碑刻、题记文献，更是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有关“官作”的记载，是研究西夏经济关系的珍贵史料；有关“大夏”“大白高国”记载，是研究西夏国

名的重要资料；夏、汉两种文字对照，则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西夏文字消亡数百年后，通过

凉州“西夏碑”才得以重新认识。 
唐五代宋初党项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是早期党项与夏州拓跋政权的真实记录，它解决了西夏王族拓

跋部的族属问题，纠正了史籍中关于夏州拓跋李氏世袭关系的谬误。 
刻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 年）的西夏文石经幢，说明明代党项人仍然存在，西夏文也在一定范

围内使用。河南省濮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甘肃酒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

鲁花赤世袭之碑”，以及河北保定“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为我们提供了西夏遗民及其

后裔的活动情况。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题记记录了王子、贵族、官吏、高僧及僧俗平民的姓名、官职和在莫

高窟、榆林窟的宗教活动，提供了西夏国名、纪年、官制、封号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资料。 
宁夏石坝发现的西夏文银碗，分别在碗底用西夏文写明其重量是“三两”和“三两半”，经实测，其

重量是 114 克和 137.5 克，由此可知西夏“两”的单位值 38~39.1 克，与宋朝“两”的单位值 39~40 克相

近，填补了西夏衡制研究的空白。 
总之，大型系列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必将在新世纪推动国际西夏学向前发展，并对相

关学科，如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学、民族学、佛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学科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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